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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服务：把解决实际问题和解决思想问题结合起来

牛楠森

课后服务是现代社会中一个全球性教育问题。于我国而

言，它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人民群众新增长的教育刚需问题，

回应而非回避人民的教育新需求，是中国教育改革的历史逻辑，

更是新时代中国教育发展的根本动力。在党和国家的直接领导

下，课后服务政策意图不断被强化和落实，切实解决着人民群众

急难愁盼的实际教育问题。

首先，从制度上肯定并缓解了家长教育焦虑问题。2017年3

月，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

意见》，课后服务由地方经验和学校选择行为转为国家政策和学

校规定动作。截至2021年5月底，全国共有10．2万所义务教育

学校开展了课后服务。以深圳为例，其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公办

学校100％开展了课后服务，73％的小学生、83％的初中学生参与

了课后服务。总体来说，家长们关于“放学后去哪儿”的焦虑问

题的解决有一个良好而强劲的开头。

其次，有力推进了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工作。为放学后暂时

无家可归的学生提供托管服务，既是校外培训机构的基本业务，

也是其所售卖的各种课程的引流业务。可以说，学生托管是校

外培训机构争取学生的重要途径之一。但托管是需要家长高价

购买的，只托管不报课程的学生及其家长可能会受到机构教师

的挤兑，从而给家长带来心理和经济压力。学校开展课后服务，

以其专业、安全、负责而取得家长的信任，又兼有免费或少量费

用的杠杆作用，家长们自然会为孩子选择学校所提供的课后服

务。这便从根源上切断了校外培训机构的生源来路，对校外培

训机构治理起到釜底抽薪的效果。

最后，提升了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认

同。2009年，教育部《关于加强中小学管理规范办学行为的指导

意见》规定“在校时间不得超过6小时”，又兼有2004年发布的

“义务教育阶段一费制”规定，两项政策的减负和遏制乱收费的

初心毋庸置疑，但也在客观上将家长的课后服务需求推向了社会

和家庭，抬高了包括心理、经济、精力、人力等家庭教育成本，引发

人民群众对教育制度人民性的质疑。在这种背景下，课后服务政

策的出台，党和国家为人民“看孩子”，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土义

教育制度的人民立场。增强了人民群众的教育满意度。

但是，课后服务执行存在各利益方相互推诿责任、学校和教师

不堪重负、机制经费保障不力、满意度及实效性有待提高等影响深

远的根本性问题，凸显课后服务思想问题亟待重视。思想问题不解

决，实际问题解决起来便有“权宜”之感，以表态度代替真改革，刮

一阵风而难以持久。概括而言，课后服务要明确以下思想问题。
第一，课后服务是全社会合力办教育的试验田。从课后服

务产生与发展的全球经验和中国状况来说，它都是一个家庭、学

校、政府和社会合力实施、多方获益、四方评估的领域，而不是任

何一方可以独自实施、独自获益、独自评估的领域。在这个意义

上，课后服务做得好不好，也是检验习近平总书记“基础教育是

全社会的事业”重要论述落实情况的关键领域，意义重大。

第二，课后服务是发展素质教育的新阵地。党的十九大报告

和二十大报告接续提出“发展素质教育”，这既是对素质教育精神

的继承发展，也是实践中素质教育未能有效落实的结果。30多年

素质教育实施的经验表明，依靠学校单一主体和单一阵地是难以

完成此历史使命的。但课后服务的出现，为新时代发展素质教育

创造了一个新阵地，因为课后服务本身是多方主体合力办教育的

新领域，其在现实功能上也是高度契合素质教育使命的。2021年

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

负担的意见》规定“开展丰富多彩的科普、文体、艺术、劳动、阅读、

兴趣小组及社团活动⋯‘不得利用课后服务时间讲新课”，非常鲜

明地释放了课后服务应以发展素质教育为使命的政策讯号。

第三，课后服务分属教育公共服务领域而非义务教育。课

后服务主要发生在义务教育阶段，主要对象为义务教育阶段学

生且目前又主要依托学校来实施，其服务对象、发生场地和实施

主体同义务教育高度重叠，且多地政府采取免费提供课后服务

的费用分担方式，这便容易造成一种课后服务分属义务教育的

幻象。但实际上，世界范围内的课后服务都是儿童托管服务的

一部分，分属于教育公共服务体系，是一种基于儿童权益保护和

家庭发展的教育性社会福利事业。我国课后服务政策始终使用

“服务”二字，也是在明确课后服务的公共服务属性。既为公共

服务，其主要提供者便为政府部门，政府和社会大众便不应期待

学校和教师“必须”承担这份责任。相反，家庭、政府和社区(包

括其他社会机构)各有其资源、人力与资金责任。

第四，学校为课后服务的设计者且承担有限责任。学校有

场地、设施等硬件资源，也有了解学生特点与需要、负责任的教

师、方案设计能力、家长信任等软件资源，在课后服务政策推行

之初，具有上述优势的学校责无旁贷地承担课后服务，既制定课

后服务方案，又组织课后服务资源渠道，还要在学校中实施课后

服务。但随着政策的推进，学校独力做课后服务的弊端逐渐显

露，教师不堪重压、保障延迟且不力、服务吸引力不高、校际差距

扩大。我们要将学校从课后服务“当然提供者”“全权负责者”

角色中解放出来，明确学校在课后服务中“协助”政府、家庭和

社区的身份定位。鉴于课后服务在我国刚刚起步，其专门化规

模和专业化程度都较低，而学校又精通于设计适合本校学生健

康而全面发展的方案，在这一现实背景下，可将学校角色定位于

课后服务方案设计者，具体实施所涉及的师资、资金、渠道乃至

场地，应由政府、社区、家长提供和支持。

(牛楠森，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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